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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视文艺公共性的困境与展望
①

盖　琪

摘　要：文章以 “２０１０年春晚 ‘广告门’事件”、“２００９年电视剧 《蜗居》现象”这两大有代表性的

电视文艺现象为参照，审视中国电视文艺目前在公共性方面所处的困境；在此基础上指出：公共舆论、伦

理与价值观，以及文化认同三个方面的积极建构，应是中国电视文艺从当下困境中突围、进而充分承担起

当代 “公共影视空间”职能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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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关 “大众传媒公共性”的理论探究与案例剖析逐渐成为中国传播学界的热点之一，其

中，针对电视媒介的论述占据了较大比例。但就总体研究现状来看，相关成果主要集中于对电视新闻

传播公共性的探讨，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对于电视荧屏上另外 “半壁江山”———电视文艺传播———

公共性问题的必要关注，尤其鲜见建立在公共性理论视角上的电视文艺文本细读，这确实是一个有待

传播学、社会学研究者与电视文艺理论研究者共同加以推进、拓展的学术滞后领域。本文即尝试在此

方面作出一点努力：即以新近有代表性、有话题性的电视文艺现象为参照，审视中国电视文艺在公共

性方面所陷入的困境，并期望能够从媒介伦理以及媒介文化身份的视角出发，对其从困境中突围提出

合理的路径。

一、电视文艺公共性概说

公共性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社会学范畴。概括地说，“公共性本身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即公共领

域，它和私人领域是相对立的。”［１］（２）在这一领域中，公众通过平等对话进行意见交流，形成公众舆论，

从而对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作出评判。由此，支撑这一领域运转的基本话语逻辑就是对 “公益性”原

则的遵循，即以实现一个社会中公民的共同价值为最高诉求。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 “共同价值”

不是一种计量指标———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 “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而是代表着一种在平等交流中

形成的社会共识，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 “人类最高抱负和最深切的信仰”的体现。［２］（６－３１）

在当代社会，随着社会媒介化程度的加深，大众传媒日益成为公共领域的核心元素；大众传媒

“公共性”的发挥也越来越成为推助社会公正、民主、和谐等良性进程的关键力量。由此，强调大众传

媒的公共性，旨在强调大众传媒作为 “社会公器”，其传播内容、手段都应该符合公共利益、尊重公共

精神；在彰显媒介传播权利的同时，更不忘担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具体到电视领域，电视作为当今最具社会影响力的大众传媒，其社会价值、文化价值不仅体现在通

过电视新闻传播使人类获得了一个实时、快捷、直观、现场感强的信息置换平台；也同样体现在通过

① 本文的 “中国电视文艺”主要指中国大陆的电视文艺作品，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相关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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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电视纪实类节目、电视综艺娱乐类节目等文艺作品，使人类获得了一种可以与日常生活紧密

融合的大众艺术形态。这种艺术形态的普及，极大地丰富了普通人的日常文化生活，提供了一个可以

随时供普通人体验审美愉悦与娱乐快感的 “拟像”场域。就这一点而言，电视文艺形态在全球范围内

的普及过程，本身就是大众传媒公共性得到拓展与深化的过程。

“公共性”作为大众传媒的一种本质属性，是大众传媒的能量所在、职责所系。在公共性问题上，

电视文艺与电视新闻有着一定区别：由于电视新闻更偏重于具有时效性和轰动性的社会事件，而电视

文艺则更偏重于对民族生存现实、心理状态和情感境遇的艺术化表达；而且，在一般情况下，电视新

闻的传播效果更为直接，往往能够更迅捷地到达公众的注意中心区域，而电视文艺作品的传播效果则

更多体现为一种弥散性的文化渗透，通常要经过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段才能显现出来。因此，从短期

效果上来看，电视文艺的公共性可能不如电视新闻体现得那样明显；但是，就长期社会效益而言，电

视文艺常常具有一种更具有渗透性的力量，有能力对受众的人生观、世界观产生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

有能力对关系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深层社会问题报以更为厚重的价值关怀与人文关怀。

进而言之，在媒介人类学的意义上，电视文艺作为电子传媒与人类艺术思维充分结合的产物，其

贡献也不仅仅在于创造了一种新型的艺术话语形态，更在于为现代公民提供了一个日常性更强、参与

人数更多、共享范围更广、内容更丰富、反应更迅捷的 “公共影视空间”。在现代民主社会，“公共影

视空间”是一个民族 “公共场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电视文艺的公共性就主要体现在其所承担

的 “当代公共影视空间”职能上。这一职能也正说明：电视媒介艺术作为一种大众艺术形态，本身就

应该是一种 “公共性”艺术。它有别于偏重 “私人性”的艺术形态，以维护公共文化，表达公共情感，

为公众提供精神家园为己任。如果细细追根究底，电视文艺的各种体裁在主题、结构、话语方面所逐

步建立起的叙事偏好与修辞表征，则大都与这一本质属性存在着或浅或深的逻辑关联。因此可以说，

正是这种 “公共影视空间”的本质属性，才是是电视文艺的安身立命之本，是电视文艺相对于其他综

合艺术形态———电影、戏剧和其他剧场艺术———的优势所在、使命所在。

在这个意义上，随着社会媒介化程度的加深，一部优秀的电视文艺作品，也不再仅仅是一个封闭自

足的文本，而是更多地表现为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场域，一种参与性、过程性的存在———他坦诚地展现

人们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激发人们的对话与思考，甚至形成一个具有聚合效应的 “话语螺旋”，吸附

大量意见、观点，进而形成有影响力的公共舆论；在很多时候，这种过程性价值可以延续到文本播出

完成后很长时间。

二、中国电视文艺公共性困境综述

历时地看，中国受众对电视文艺的公共性一直抱有很高期待，这是由中国社会文化语境的特殊性

决定的。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中国电视文艺的全面发展与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几乎同时起步，

特殊的历史承担赋予了中国电视文艺在整个社会文化格局中的优势地位———在浓厚的 “文化启蒙”氛

围中，中国电视文艺在几乎是在 “咿呀学语”的阶段，就已然表现出 “文以载道”的强烈社会责任感；

而在２０世纪的最后十年，伴随着文学影响力的式微，中国电视文艺更是逐渐获得了超乎文艺本体之外

的社会关注度与文化身份。可以说，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起始阶段，电视文艺起到的是一种类似于

“面向大众的的话语改革实验平台”的作用。电视文艺不是文化先锋，但是电视文艺场域却是一种思想

观念、话语形态能否在中国大地上真正生根发芽的 “示范田”。回顾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中国电视文艺

的摸爬滚打，我们得以窥见不同文化形态从对峙到对话、从抵龉到共生的特殊历程：无论是电视剧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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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价值观念的梳理与整合；还是电视纪实类、谈话类节目对人本视角的开掘；以及电视综艺类节目

对民间娱乐精神的张扬……都对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型、思想转型具有不可忽略的历史意义。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中国电视文艺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旺盛的发展态势：内容日益丰富，形式也日益

多元。但是，就公共性这一方面而言，最近１０年来，中国电视文艺的公共性意识却在很多情况下陷入

低迷状态，局部甚至有退步之嫌：整个电视文艺场域对公共议题的关注程度不足；对公共文化的维护

乏力；对公共精神的传播行为日益边缘化，而不断弥漫、扩散的，却是一种逃避现实、逃避责任、哗

众取巧、纵情欢娱的享乐气氛。

深入审视中国电视文艺本体与生存语境，可以发现：在现阶段，中国电视文艺作为大众媒介艺术形

态，除却公共性之外，还突出地表现出另外两重属性———政治性与商业性。而中国电视文艺的公共性所

面临的，正是一种委身于政治性与商业性夹缝之间的定位迷失。许多电视文艺作品大幅度摇摆于宏大

的政治话语与喧嚣的商业话语两极之间，而公共话语的表达与建构却经常被遗忘和置换。这种媒介艺

术文本公共性话语萎缩乃至缺席的结果，是使政治性、商业性话语同时失去符合公共精神的价值参照

尺度———或者表现为政治话语偏离有公信力的修辞体系；或者表现为商业话语偏离有道德感的伦理轨

道，其结果是三种话语形态同时受到或隐或显、或短线或长期的伤害。这种现状应该引发电视文艺创

作者与研究者的共同关注与反思。

在一定层面上，可以说，这种困境代表了当代大众传媒的共同境遇。但在近年来的电视文艺领域，

这类症候时常比电视新闻领域表现得更令人忧心：一方面，许多相对传统的文艺节目、栏目从内容到

形式高度模式化，丧失创新活力，与当代受众品位渐行渐远；另一方面，还有一些新型节目、电视剧

盲目照搬国外节目样式和叙事套路，虽然可能达到了 “吸引眼球”的短期效果，却也陷入道德、伦理

和文化身份的迷惘之中，受到舆论诟病。在这种情势下，“主旋律宣传需要”与 “顺应文艺市场需要”

屡屡成为掩盖创新乏力、公共性缺失的托辞。

三、“困境”典型个案一：２０１０年央视春晚 “广告门”

在此，本文首先将通过对２０１０年 “央视春晚”的观照，简要分析中国电视文艺在公共性方面所面

临的困境的突出表现。

２０１０除夕夜的春晚播出后，其在节目进程中植入广告太多且太为露骨这一现象引发广泛争议。春

节还没过完，“广告门”就已经成为了虎年第一个网络热门词汇，有网友甚至刻薄地称这届春晚是 “在

广告中间插播晚会”。除此之外，就纸媒和网络对２０１０年春晚节目内容和节目质量的评论来看，总体

上也以严厉的批评与失望的讥讽居多，公众口碑比照前几届又有下滑。在腾讯网所做的一个 “你对这

届春晚整体印象如何”［３］的调查活动中，截止到２月２６日晚２１时，共有５７５２７４人参与，其中４８４２％

的人表示 “一般”，“并无超越往年水平”；４１１８％的人表示 “不好，沉闷无聊”；只有１０４０％表示

“很不错，我很满意”。而另一个由新浪网所进行的 “请给２０１０年央视春晚打分”［４］的调查活动显示

（分值区间为从１到５），截止到２月２６日晚２１时３０分，在共有６１３７１８人参与的情况下，２０１０年春晚

得分仅为２５分，共有４０８％的参与者只给了１分。这些网络投票活动即使不能作为严谨的学术参照，

至少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意向背。

笔者认为，２０１０年央视春晚事实上所遭遇的，正是一场公共性的 “滑铁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

寒，近年来在央视春晚上愈演愈烈的困境———在对政治性与商业性的两头迎合中迷失自我的尴尬境遇，

正是导致其迅速衰落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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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央视春晚自１９８３年初创，历经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的发展壮大，已经

不再是一台简单的电视晚会，而是逐渐成为新时期中国人春节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伴随中国

社会转型期生发的一个 “媒介民族仪式”。这个 “仪式”逐渐承载起的，其实是一种在当代中国社会重

塑民族认同的职能：即通过现代传媒手段，结合时代语境，对民族伦理、民族情感、民族文化进行每

年一度的共同观照。所以，这一 “仪式”的缘起本身就联结着一种属于中华民族的、新生的 “公共精

神”。

事实上，对于除夕夜，中国观众要的不一定是精益求精的节目质量，要的其实是一种文化上的相互

认同与亲和，是一种世界与 “我”紧密相关的 “天下大同”感。在除夕之夜，一个 “普天同庆”的公

共平台可以使个体与家庭的幸福感无限扩展，与本民族其他成员的欢乐融为一体。也正基于这样的深

层原因，春晚应该偏重的，其实是对民族共享历史、记忆、象征、神话、习俗、价值观……的传播，

这些才是春晚的媒介责任所在。

但是，在近年的春晚舞台上，却越来越难以感受到对于民族文化的真诚与敬意，一方面，在艺术主

题与修辞上，春晚日益流于对 “国家意志”直白的、程序化的宣传语态，其结果是既无法真正达到主

导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的良性沟通，又违背了艺术创新的基本规律与春晚的文化功能。正如有评论者

尖锐指出的，“（春晚）极少歌舞能摆脱对国家主旋律的宣扬。即使传统文化赋予除夕夜的那些意义，

如敬畏时间、感恩自然、缅怀先祖等，也在春晚中被一步步弱化了。”［５］

与此同时，在２０１０年的春晚现场，大量的植入广告又暴露出其急切的商业诉求。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有商业诉求本身并无可厚非，但在春晚这样一个特殊的仪式上过分张扬这种诉求，却十分不合时

宜。是一种对公共情感不够尊重的表现，只会让观众倍感不舒服。在辛苦了一年的中国普通百姓共享

和谐盛世、天下太平的媒介幻想的同时，一个又一个广告却生硬地戳穿美妙祥和的梦境，这种做法与

平时在电视剧中插播广告又有本质不同。平心而论，央视如果能够认识到在国庆阅兵现场随便给某个

服装品牌ＬＯＧＯ特写的做法不可行，却不能认识到在春晚节目进行过程中随意加入商业广告做法的不恰

当，就说明央视虽有国家大台的政治尺度，但确实还缺乏尊重普通民众审美情感、文化情感的自觉意

识；说明其对电视文艺公共性的认识还有待加强。

与央视春晚形成对照的是，２０１０年春节期间，各省级地方台的晚会却表现得风生水起。以北京、

上海、湖南、广东的春晚为代表，其单个节目即使偏弱，但是整体文化定位却相对和谐顺畅。而且，

这些地方春晚的视野也越发全国化、国际化：在节目风格上注意照顾全国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

观众喜好；能够较好地做到关注年度文艺事件和社会事件；并且纷纷发出向全球华人问好的新春祝福

之声———其 “地域文化国际化”的作为越发彰显。相形之下，央视春晚作为 “仪式”的权威性与文化

含量却都在滑坡。这种现象的产生绝非偶然。回顾最近一个十年，央视文艺节目在全国范围内的收视

份额明显走低，对新生文艺现象缺乏平等关注，文化权威性也逐步下降；而与之相对应的，是许多地

方卫视的日益崛起：湖南卫视、江苏卫视、上海东方卫视、江西卫视、北京卫视等都开发出了享誉全

国的电视文艺栏目或电视剧。除去受众口味日趋多元、文化身份自觉性日益提高的原因外，央视文艺

自身公共性的淡化与退步是一个深层原因。中央电视台在媒体身份上代表 “国家形象”，理应在文化身

份上真正代言 “民族文化”与 “公共精神”———从２０１０年春晚开始，央视到了反思自身文艺生态的时

候了。

四、“困境”典型个案二：２００９年末 “《蜗居》现象”

另外一个值得我们一并深思的电视文艺现象，是２００９年底电视剧 《蜗居》的播出及其引发的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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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争论。事实上，这部电视剧在主题上表现出了很强的公共话题意识，它聚焦于近年来备受关注的

大城市白领 “房奴”问题，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当代青年的生存困境与价值困惑，并围绕这一主题，涉

及到对中国转型期一些社会症结的揭露。这种文本内在的公共精神正是这部电视剧在没有进行大规模

宣传的情况下能够逐渐流行，并迅速拥有大批年轻粉丝的原因。但是，令人惋惜的是， 《蜗居》在切

实、犀利地关注公共问题的同时，却又不自觉地陷入了 “泛娱乐化”的商业泥沼之中，在道德与伦理

的敏感地带做了太多不必要的文章———突出表现在：《蜗居》中多次涉及 “二奶”郭海藻与高官宋思明

之间的调情语言和场景，有些甚至颇有 “情色”意味。事实上，从叙事逻辑上，这些 “情色”浓度较

高的段落对于表达 “房奴”命运的主线而言并无必要关联，可以推测基本是出于商业噱头的考虑而设

置。但是，这种不慎重、不策略的做法反而导致了 《蜗居》文本严肃的公共性内核受到损伤。

更重要的是，对于郭宋二人不正当的感情关系，《蜗居》的价值立场显得暧昧不清。文本在过分渲

染了二人之间的 “真情实感”与 “爱情悲剧”后，流露出一种无奈与迷惘的情绪，以至于导致许多受

众在看过之后，纷纷觉得同情甚至肯定宋思明与郭海藻的 “爱情”。相比 “情色”段落，这种价值导向

上的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才是本应具有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 《蜗居》最令人扼腕之处。不能

否认的是，现实生活是丰富复杂、充满多样性的，处于剧烈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更是如此。也许在

现实中，确实存在像郭海藻与宋思明一样的复杂情感关系，也确实存在种种在短时期内无法清晰梳理

的道德伦理困局。但是，这些却不能成为一部电视剧放弃坚定价值立场的理由。人类文艺史证明，判

断一部文艺作品是否真正优秀的重要标准之一，应该是其是能否在直面人类生存困境的同时，报以悲

悯的俯瞰与坚韧的展望。艺术创作的自由精神与社会责任感永远是一枚硬币的一体两面，不可分割。

时至今日，强调中国电视剧的媒介伦理，并非是要将中国电视文艺拉回道德主义的桎梏之下，而是

从一种更加具有现代人文精神的视角，强调电视剧乃至整个中国电视文艺场域在中国当代社会应该肩

负的社会责任与文化责任。在中国当代语境中，电视剧与小说、戏剧、电影虽然同为叙事艺术，却与

它们都有着不尽相同的社会角色担当。电视剧几乎可以看作是中国当代 “公共影视空间”最为重要的

组成部分，是 “建构当代伦理价值，个人与社会想象关系的符号系统”［６］（前言－１）。而且，中国电视剧基

本处于 “合家欢”的收视环境中，没有分级制度作为屏障。这种 “公共 －家庭”艺术属性决定了它一

方面要立足 “此岸”，展现现实情怀；另一方面却又必须在伦理上照顾到不同年龄、不同阶层受众的平

均感受，而不能完全以 “反映现实”或 “艺术创作”为理由放宽伦理尺度，随意尝试一些相对于社会

主流价值观而言有争议的敏感修辞。

五、中国电视文艺公共性的前景展望

放眼世界，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许多英语国家的电视文艺节目虽然在整体上似乎比中国更偏重

商业 －娱乐性，但这些国家的一些著名公共电视机构 （如美国ＰＢＳ、英国ＢＢＣ）却一直秉持着强烈的公

共性自觉意识———注重满足不同族群、不同阶层的文娱需求；注重节目 “告知 （ｉｎｆｏｒｍ）、启发 （ｉｎ

ｓｐｉｒｅ）、愉悦 （ｄｅｌｉｇｈｔ）”功能的和谐统一；注重对优秀文化成果的传承和传播等，并取得了在世界范围

内有示范意义的成就。而与中国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日本、韩国，在电视文艺公共性的自觉意识方面也

是可圈可点。如日本电视综艺节目、纪实性节目对民族文化传统与民族情感的细腻开掘；韩国电视剧

对伦理尺度的充分尊重与对民族形象的自觉建构等，都值得我们的电视文艺创作者们认真借鉴学习。

应该看到，为了应对公共性萎缩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中国电视文艺场域也已经开始出现一些纠偏

的努力。比如中央电视台为扭转节目的泛娱乐化倾向曾经提出的 “绿色收视率”概念。但是，正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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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指出的，这 “依然是一种市场化的概念，立足点是创造一种 ‘健康’的市场环境，至于电视是

否有助于创造一种利于大众深入思考的 ‘公共空间’似乎并没有成为问题的核心。”究其实质，“在节

目从形式到内容 ‘克隆’成风的时候，收视率不管被染上哪种颜色其实并不重要，问题的核心在于政

策和文化为电视节目的生产提供了什么样的环境，在电视台的议事日程上，什么样的价值理念被认为

具有优先地位。”［７］（１５８）因此，需要改变的，不仅仅是一种语气语态，更是一种体系架构、一种思维

观念。

首先，相关制度保证的缺失确实应该对中国电视文艺公共性的滑坡承担一定责任。比如值得重新

探讨商榷的，是自２００３年以来实行的广播电视行业的基本发展框架。“２００３年，中共中央办公厅２１号

档提出将文化企事业试点单位分为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产业两大类，从而进一步廓清了事业与产业的

界限。之后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下发了 《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等文件将广播电视业

按资源属性的不同分为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产业两类，新闻宣传为主的节目内容属于公益性资源，而

除此之外的社会服务类、大众娱乐类节目和专业报刊的出版等属于经营性资源。”［８］（１２８）应该肯定的是，

在这一框架下，中国电视文艺娱乐类节目的产业 （商业）属性得到正式承认，并由此获得了更为广阔

的发展空间；但与此同时，这种简单地一分为二的划分方式所隐含的历史局限性在于：“经营性”在逻

辑上似乎被推到了 “公益性”的对立面；电视文艺的商业属性被过分放大，某种程度上加速了其中

“公共价值的衰落和边缘化”［９］（５３－５４）。事实上，相对于新闻宣传类节目，社会服务类、大众娱乐类节目

的商业属性确实更为突出；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电视节目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商品，而是承载着教育、

娱乐、信息传播、生活服务等多重功能；其节目制作主旨绝不应仅仅是 “为广告商制造受众”，而是同

样应该包含鲜明的公益性诉求与公共精神。近来，已经有学者提出 “以公共性为指向对中国电视进行

改革”［１０］（４－５）的建议，而如何将这一理念付诸实践，还需要相关政策制定者、业界与学界的共同探讨与

努力。

其次，中国电视文艺公共性要从目前的困境中突围，更需要创作主体从多方面提升公共性自觉意

识。简要的框架可以概括为：

第一，公共舆论建构。

在中国社会转型期，中国电视文艺应进一步充分发挥 “公共影视空间”职能。这就要求电视文艺

不能浮游于生活的表面，热衷于讲述琐屑的家长里短和一惊一乍的奇闻轶事；也不能简单地把增加平

民百姓的上镜率等同于媒介公共性的提升，而要真正把焦点集中到对社会进步具有推动价值的议题与

事件上来，促进电视文艺的媒介议程与社会公共议程之间的良性互动，进而推动社会民主进程。

在这方面，电视文艺除继续开掘自身传统优势之外，还可以更多地尝试与新闻节目、与网络平台的

结合，丰富自身的话语形态、延伸话语作用场域。例如 《感动中国》这类的 “新闻晚会”、以及地方台

的一些 “新闻栏目剧”都展示出较大的发展空间。

第二，伦理与价值观建构。

伦理与价值观层面的责任意识是电视文艺公共性的题中之义———关于这一问题前文已作阐释，在此

不过多重复。简而言之，中国电视文艺应该以健康、平和的传播心态，尊重中国普通受众的伦理观念，

“在呈现反道德和道德虚无主义的社会现象时，应以观众可以理解的叙事方式，明确表达媒体的道德立

场和价值导向。……在特殊或敏感的道德领域，坚持公正的道德评价和导向，区分道德宽容和道德纵

容，避免道德缺失和道德偏见。”［１１］（２０３）在中国社会转型期价值规范的激烈整合过程中，承担起引领时代

信念，疏导社会负面情绪，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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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文化认同建构。

面对日益深化的全球化语境，中国电视文艺还应该自觉承担起传承民族文化、沟通民族情感、建构

民族认同的作用。相对于电视新闻、电视生活服务类节目，这也是中国电视文艺公共性体系中最具特

色的层面，是电视文艺的历史使命所在。

文化全球化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而产生的历史现象。文化全球化促成的，一方面是全世

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便捷频繁，世界文化日趋成型；而另一方面，则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区

之间的文化同构型不断增强、差异不断消弭，文化的多样性受到损害。在这种特殊的历史境遇下，中

国的电视文艺更要加强文化身份意识与对民族文化的责任意识：立足于民族文化安全的高度，在学习

国外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更注重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维护民族文化的自尊与自信；进而力争

走出国门，为中华民族在当代世界舞台上树立积极的文化形象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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